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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近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印度籍助理
研究员墨罕博士到云南勐腊进行了为期 5 天的野
外实验。对于他来说，在西双版纳周边的任何一个
雨林里开展野外实验已经轻车熟路。记者遇见他
时，他恰好刚从勐腊回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和几年前第一次见面相比，墨罕瘦了不少。

钟情于西双版纳

墨罕毕业于印度 Pondicherry 中央大学，此前
师从印度著名热带植物学家 Priya Davidar 教授作
博士。

2007 年，他在印度遇见前往进行学术交流的中
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这可是个他等
了许久的机会，于是他直接向陈进提出了想去西双
版纳作研究的想法。

“陈老师问我要选择什么研究方向，我告诉他
我要作花的研究，希望到李庆军研究组作博士后。”
虽然远在印度，墨罕对中国早已心驰神往，做足了
准备功课———他早已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
究组摸得一清二楚。

2010 年 12 月，墨罕获得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
会批准，成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外籍博士后，合
作导师为植物进化生态学研究组的李庆军研究员。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的妻子也辞去了在印度
的教师的工作，举家迁往中国云南。一来到西双版
纳，墨罕全家就被这里美丽的风景、怡人的园林给
吸引住了。“我太太和女儿非常喜欢这里的花花草
草。”他兴奋地告诉记者。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给墨罕全家提供了一套
让他满意的住房。并且，最让他开心的是，这里虽然
地处中国边境，但同事和邻居都会说英文。这种氛
围让他并不觉得身在异乡而孤独。

“我是李教授的第一个外国博士后，他也是我
的第一个外国老师。”墨罕开心地笑了，“我从他那
里获得了一些科学上的新想法。”

在博士后期间，墨罕主要从事热带雨林群落水

平的繁殖生物学特征研究，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勐腊望天树林中的20公顷定位样地和勐仑55
公里沟谷雨林1公顷定位样地为主要研究对象。

墨罕对他的这两块“自留地”早已捻熟于心。在
密不透光的丛林里，湿滑松软的泥土上，随时都有
危险可能发生。除了经常遭遇毒蛇，还有高空落下
的碗口粗的藤本植物。除了要锻炼好脚力，还需要
成为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武林高手”。野外条件
相对比较艰苦，蚂蟥袜、蛇药都是必备的；为防止被
枯枝砸伤，安全帽也要戴上。

通过 3 年的观测和实验，墨罕收集了大量的
有关群落开花物候、传粉系统和繁殖性状系统结
构相关的数据。结合研究组 2004～2008 年的观测
数据，经过初步的分析，墨罕发现西双版纳龙脑
香热带雨林中的许多优势乔木具有异常的开花
同步性现象，而且这种异常开花现象受到季节性
干旱或降雨减少的影响。由此他提出，全球气候
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花期的同步性，进而影响热带
雨林的繁殖成功率。这项研究对于理解热带雨林
中开花同步现象在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及保护

热带雨林多样性有指导意义。

“我想在这做出些成绩”

墨罕对自己博士后出站那天答辩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

2013 年 11 月 27 日，版纳植物园里的 5 位导
师———高江云、范泽鑫、Richard Corlett、Ferry Slik、
EbenGoodale，参加了他的答辩。墨罕作了题为中国
西南地区热带季节雨林群落水平上的遗传发育、繁
殖成功以及传粉系统的答辩报告。

专家组里不乏该领域一流的研究“大牛”，答辩
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墨罕对自己的研究还是充满
信心的。

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墨罕在博士后工作期间
收集了大量的有意义的数据，并结合所在研究组前
期的观察数据，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研究成果，同意
墨罕出站。同时，也希望墨罕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对报告格式作进一步的完善，并尽快发表研
究成果和数据。

在博士后研究工作计划的基础上，墨罕分别于
2012 年及 2013 年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及发展中国家访问学者计划的资助。
在站工作期间，还根据其博士期间的研究结果，发
表了 3 篇研究论文。

博士后出站以后，墨罕被聘为植物进化生态学
研究组助理研究员，继续完成其主持的国家基金项
目，聘期为两年。

“这里的科研条件和氛围是吸引我最重要的原
因。”墨罕说，“2014 年，我发了 4 篇文章。”

当记者问他为何 4 年来消瘦不少，墨罕捧着自
己的胃说：“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食物，如果我每顿
都吃中国食物会不舒服。我们从印度买调料，从这
里买蔬菜，自己做饭。”常年的异乡生活给他的胃造
成了不小的负担。

“聘期结束后我也许会决定留在这里，我想在
这里做出些成绩。”墨罕说。

时间如雨后的彩虹，缓缓悄悄地消逝于蔚
蓝天际。从 1994 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在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科考和研究已 20
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热爱自己的团队，
深知团队精神的重要性。经过大家共同耕耘，
我们获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野外考察凝练团队精神

1994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特委托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丹江口水
库淹没区旧石器、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遗址和
地点进行全面的调查。调查区域主要是湖北省
的郧西、郧县、丹江口市、十堰市和河南省的淅
川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接受了长江水利委员会
的任务，成立了南水北调考古队。研究所根据
任务选择了各学科的老中青科研人员组成考
古队，黄学诗任队长，队员有郑绍华、李超荣、
张兆群、郭建巍和刘丽萍。还有地方文物部门
组成的强大团队。

1994年10~12月，考古队在丹江口水库淹没
区采取了拉网式的调查，考古队发扬团队精神，
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历时两个月的时间，取得丰
硕成果。考古队发现旧石器遗址52处，古脊椎动
物化石地点19处，采集603件石制品，其中包括精
美的手斧、手镐、砍砸器等。采集了一批脊椎动
物化石材料，包括有恐龙蛋、原沙可兽、梳趾鼠和
东方剑齿象等。野外考察结束后，由黄学诗、郑
绍华和李超荣等撰写了调查报告和图录。

2004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再次委托古脊椎所
对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旧石器、古人类与古脊椎
动物遗址和地点进行全面的调查复查和文物保
护规划。2004 年南水北调考古队有李超荣、刘金
毅、冯兴无、罗志刚、许勇和朱之勇，工作由我来
负责。2004 年 10~11 月，考古队进行了第二次调
查，对部分地点进行了复查。

我们根据工作的需要租了一艘客轮，吃住
在船上，这样有时间便于调查。考古队齐心协
力的奋战两个月，获得丰硕的成果，又发现 36
处旧石器地点和 1 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这些
材料极大丰富了该地区旧石器和脊椎动物化
石的研究。

野外工作结束后，我们根据长江水利委员
会对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旧石器、古人类与古脊
椎动物遗址和地点进行全面的调查复查和文
物保护规划的要求，对 1994 年和 2004 年调查
发现化石和旧石器地点进行科学规划。从标本
的地层出露、出土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埋藏情
况（集中与分散）、分布范围的大小、地质年代、
学术价值和规模发掘条件等，划分了 A 、B、C、
D 四个级别进行文物的保护。遵循“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的文物方针进行丹江口库区淹没区
文物保护和抢救发掘工作。李超荣、刘金毅和
冯兴无等编写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
程水库淹没区古生物与古人类地点保护专题
报告》54 页，湖北省图表册 194 页和河南省图
表册 114 页。我们的工作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
的好评。

精神助力野外发掘

2006~2010 年，根据湖
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
程文物保护工作办公室的
工作安排,我负责的南水北
调考古队分别对丹江库区
的双树、红石坎 I、果茶场
II、外边沟和大土包子旧石
器遗址进行了发掘。先后参
加我们考古发掘的有中科
院古脊椎所的李超荣、张双
权、许勇、李锋、娄玉山和李
浩。在发掘期间，大家不怕
苦，不怕累，按照考古发掘
规程，起早贪黑的认真发
掘，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考古
发掘任务，并获得了大量的
文化遗物，其中有大量的重
型工具，主要石器类型有手
斧、砍砸器、手镐、薄刃斧和
石球。这些重型工具对研究
我国的旧石器文化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对探讨中西方
旧石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

2006~2007 年，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南水北调考古队在双树和
尖滩坪遗址考古发掘地层
发现一些手斧，这是丹江库
区首次考古发掘发现手斧，
这也是在汉水流域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手斧。目
前在汉水流域的第二到四级阶地都发现有手
斧，这为研究汉水流域的旧石器文化序列、考
古年代和对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提
供新的重要资料。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石器类型中的一类，但
它是一类重要，也是学术界讨论和争议较多的
工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丹江库区共发现旧
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 100 余处（含手斧的旧石
器遗址有 32 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
有丹江口的双树、北泰山庙Ⅰ、Ⅱ、红石坎Ⅰ、
Ⅱ、杜店、彭家河、果茶场Ⅰ、Ⅱ、冯家洼、水牛
洼、外边沟、龙口、大土包子、何家湾和牛场码
头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有郧县的曲远河口、
韩家洲、尖滩坪、刘湾、刘家沟和余嘴等；淅川
的宋湾和台子山等。它的发现对探讨中西方旧
石器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大家奋斗，我们
获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我们热爱自己的团
队，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只
有大家辛勤耕耘，才能获取丰富的研究材料，
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才能深入研究，与国际同
行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来介绍中国的旧石器文化。

（作者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
究员，本文摘自古脊椎所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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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和他的生物学“舰队”
姻本报记者杨琪

冬日午后，暖阳化作一片金黄，轻轻地爬上北
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大楼。北生
所所长王晓东坐在窗边，用他那醇厚而富有磁性的
嗓音与记者交谈，面孔也染上了这抹金黄。

这位谦谦君子有着多重身份：除了北生所所长
一职，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已天命之年的王晓东，骨子里充满了“冒险”精
神，他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实践着“无为
而治”的科技体制改革探索，12 年来，他们耕耘着一
块名叫北生所的“试验田”。

“赋予年轻人能量”

最近，北生所又在尝试新的探索：如何将研究
成果转化成对人类有益的产品，为北生所产出的科
研成果落地打通转化之路。

为此，北生所成立技术中心，其职能就是帮助
科学家度过成果转化的艰难初期。在转化过程中提
供他们所需的资金、法律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让科学家们把主要精
力放在科研上。”王晓东说。

比如，北生所高级研究员黄牛正在做一种减少
内脏脂肪的药物。“这种药物将有助于对糖尿病、代
谢、心脏病等相关疾病的治疗，由黄牛老师参与的
公司已经成立。”王晓东介绍说。

另外，北生所研究员李文辉所带领的实验室
利用他们研究出的乙肝病毒受体已经研发出了
乙肝药物，目前已经进入转化阶段，由其领衔的
公司也已成立。

同时，北生所还在研发针对器官病变、损伤等
的治疗药物。北生所高级研究员罗敏敏在治疗药物
成瘾、毒品成瘾、戒烟等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未来也将进行转化。

从科研产出优秀成果，到落地生长结出应用之
花，看似顺理成章的路子，其实却是过去 12 年王晓
东与一群“骁勇善战”的科学家在京北的“荒郊”上
开拓出的一条光荣与荆棘并立之路。

“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
王晓东说，这已成为他的名言，“就是要让处于创造
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
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北生所的 40 多位高层次“海龟”也从未懈
怠———李文辉、邵峰、罗敏敏、黄牛等这些回国时还
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科学
家。截至 2014 年底，北生所已发表数百余篇高水平
文章，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期刊上发
表论文 30 余篇，论文平均质量居国内生命科学研
究机构之首。

“十几年驻扎‘荒郊野外’，我们做了一些值
得骄傲的事情。”王晓东是这么“自嘲”的，带着一
点点骄傲。

“超值回报”的背后

建所 3 年后，北生所的年轻科学家就开始在
《自然》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崭露头角。2008 年底，北
生所经历了一次大考。由 1 名诺贝尔奖得主、6 名美
国科学院院士、2 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 1 名法国
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
进行评估。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开展科学研究的
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
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
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超值回报”的背后是不同寻常的探索。
“我们不能只享受别人的成果，中华民族的贡

献在哪里？跨越式发展又如何跨越？跨越过谁？”这
是王晓东的追问，也是北生所的追问。

“发展科技就要重视年轻人。这些聪明的年轻
人为什么愿意做既枯燥又未必能成功的事？这就需
要年轻的科研人员具有不功利的冒险精神，去攀登
别人从未登过的山。”对于治学治所，王晓东给出了
如此“浓缩”的答案。

这其中蕴含的三个问题是人才、机制和文化
如何协调运作。2003 年成立的北生所采用和国际
基本接轨的年薪制，同时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
全员聘用制，科研人员与实验室签订 5 年合同，并
为其提供合同约定的科研空间和科研经费。

5 年期间，北生所不评估这些科学家“你在做什
么？怎么样啦，什么时候发论文？论文发在哪？”

王晓东相信平日“无为而治”的北生所让“能够
撑下来的”科学家们做大事。但这并不表明北生所
没有门槛，实际上，5 年之后的国际小同行匿名评
估，不达标者即刻“下岗”。

之后便是异常严苛的第二个 5 年评估。这一轮
评估的标准是要求被评估者获得十位该领域国际
研究人员的书面认可，公认其是该领域国际研究的

“领导者”，不合格者也将“下岗”。
“十年之中，人才有去有留。”王晓东说。其间，

有十位离去者，多数是成名后被挖走的，也有几人
不适应这样的“土壤”而离开，但真正“不达标”的只
有寥寥数人。

“李文辉老师就做得特别好。”王晓东说。
2013 年底，李文辉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乙
型肝炎病毒在肝脏上的受体，这突破了困扰国际
医学领域几十年的难题。“现在李老师又在忙着
占领其他高地。”

“邵峰实验室在病原细菌感染宿主和宿主先天

性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方面，实现了诸多中国原创
科研发现；致力于蛋白质生物质谱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的陈涉老师也很不错，他的科研水平比美国的权
威实验室都要好。”王晓东如数家珍，笑容灿烂。“基
础科学、应用科学我们都可以做出原始创新，中国
人有核心竞争力！”

翻过“十月封账”那一篇

2014 年，北生所一共获得了 1.8 亿元的科研经
费。“这是北生所最富裕的一年。”王晓东打趣道。但
这并不是说北生所没难题，“现在，我们最大的缺口
是仪器购置费。这笔钱需要从其他经费里一点点挤
出来。”

曾经，北生所还度过了一段“勒紧裤腰带”的日
子。有段时间，北生所在当年 10 月份就封账，“除了
人员工资，其他钱一概不能花。我们还砍掉一切不
能负担的非学术费用。”王晓东说，比如在 2006 年
取消了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差旅费。

这样的捉襟见肘让北生所遭遇了不少质疑。王
晓东却看得开。“没有坚持不下去的事情，只要没有
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有信心不倒下去。”

他认为，人才流动是好事情。年轻科学家在我
们这成长起来，到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发挥更大作用
也是我们一贯支持的，我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追求
科学的梦想。

“对于做科研而言，经费太多其实未必是好
事。对于科学家来说，科研经费最好‘将将够’。
否则人们会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
上，反而不会潜下心来做科研。”王晓东说起自
己的心得。

尽管北生所依然在探索之路上，但是令王晓东
与团队成员感慨的是，现在依然有不少国际一流人
才愿意落脚北生所。“北生所为年轻人提供科研支
持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也是著名的。我期
待有更多的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年轻人，到北生
所来做科研。”他说。

印度青年墨罕的“中国情”
姻本报记者王晨绯

科学创新
并非科研人员的生存之道

姻徐耀

长久以来，科研人员高估了科学创新
的意义。科学创新的意义在于给予研究者
长期的质疑目标，科学会在这种不断的质
疑中发展，而不是给研究者提供跟风依据，
这就是诺贝尔奖总要颁给很多年前的发现
之故。这种高估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与普通
人对天才的崇拜有关，这是人类的潜意识，
表现在科学领域，就是科研人员将对科学
偶像的崇拜映射到自己身上，从而高估自
己的能力和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对科学创
新的高估在全世界都存在，但在中国尤为
严重，这实际上贬低了技术创新的意义，从
而导致……

长久以来，科学创新被很多科研人员
视为生存之道。不管何人，生存之道在于他
能给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以短期的便利，
同时获得相应报酬。生存是现实的需求，是
个体和社会之间及时的交换，因此科学创
新可以作为学术理想，不适合作为生存之
道。科学创新好像在雾霾中寻找北极星，需
要的是天才，如果大多数科研人员把这个
当作生存之道，无疑会非常非常艰难。

中国要建设创新型社会，不是只鼓励科
学创新，而是主要鼓励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前者目的是提高国家生存能力，后者目的是
突破社会心理约束。在技术创新推进到遭遇
发展瓶颈的时候，科学创新才会显现，我们大
多数科研人员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应该是技术
创新。

原创的科学研究很难获得资助，因此
我们所谓的科学创新大多数只是在跟风而
已。从国家基金的资助来看，恰恰如此，紧
跟国际热点的想法总是容易获得资助。从
发表论文来看，也是如此，高影响因子期刊
总是发表热点话题的论文，而不是挑战性
的结果。这样的研究有没有必要？当然有必
要。应不应该大力资助？那要看政府的钱袋
子。但是，如果跟风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利
益，跟得久了，就会失去超越的动力。就像
长跑比赛，如果我们给第二、第三名的奖励
多于给第一名的奖励，谁还会争先做第一
呢？很多科研人员正是把这些跟风研究当
做生存之道，实际上是甘愿当长跑比赛的
跟跑者，这样，既不需要证明自己工作的合
理性，也可以获得不错的同行评价和经费

收入，当然划算了。如此一来，所谓的科学
创新就只是一个口号，实质上成为一种生
意：国家既然那么喜欢 SCI 论文，科研人员
就会把发 SCI 文章等同于科学创新，就会

“批量制造”创新，这种群体行为产生大量
“创新”泡沫，会直接把真正的创新埋没。目
前各大出版公司争先恐后地创立新的刊
物，就是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创新”泡沫。
问题来了，泡沫毕竟是空的，也是脆弱的。

现实中，大多数以科学创新为生存之道
的科研人员都生存艰难，除了向政府要钱，似
乎别无他法。在政府主导科技投入的政策下，
这种生存方式还可以维持一时，一旦政策制
定者意识到大量投入只是产生了丰富的“创
新”泡沫，就会改变投入方式。政府已经准备
寻求政府投入和市场投入的平衡，正在引导
转变，正如，中国经济的跛足发展必须寻求政
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平衡。在最近公布的科
技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中，政府投入会集中于
真正的创新研究，原先那些造成权力寻租和

“创新”泡沫的计划将被终结，因此，大多数所
谓的科学研究将被视为可以舍弃的部分。科
研人员们将何去何从？

回归正确的生存之道，为市场和企业做
贡献。市场有巨大需求，但往往并不需要最新
的东西，尤其在尚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状态中
的中国。由于起步晚，中国企业需求的多数属
于落后技术，因此企业家往往不认为科学家
的创新成果甚或追踪热点的研究与自己有
关，这样就产生研究与需求的鸿沟。如果科研
人员无视市场的真实需求，一味地按照自己
的路子前行，结局只能被企业敬而远之，那样
的研究无非是自娱自乐罢了。此时，科研人员
可能会觉得心理失落，原先做的“高大上”工
作居然不被市场认可，反而要去做那些落后
的东西。当企业最为紧迫的技术需求被满足、
企业的盈利可以持续后，科研人员就可以引
导企业向“高大上”技术迈进，在这方面，政府
会帮科研人员，因为政府不可能永远迁就企
业使用低端淘汰的技术给生态环境造成无休
止的损害。

如此看来，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满足市场
需求，不把修补性质的“科学创新”本身当作
生存之道，科研人员才能生存无忧。
（作者系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杂谈

王晓东（左四）指导科研团队。 北生所供图

墨罕（右）和导师李庆军


